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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文化自信并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阐明了文化自信

对国家发展、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重要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如何坚定文化自信,仍

“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 要回答和解决好这个问题,应正确

处理“义与利”“新与旧”“内与外”“同与异”“前与后”等五对关系,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做
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坚
决抵制西方错误思潮的侵蚀和影响,不断增强国际话语权;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赓续中华文化发展

连续性;以史为鉴、继往开来,毫不动摇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关键词:新时代;文化自信;新时代文化自信;义与利;新与旧;内与外;同与异;前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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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紧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总目标,围绕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发

展的新课题,多次提及文化自信并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

话中,他将文化自信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并列提出并对其作出特别阐释,明确指出“文化自

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 [1]36,凸显了文化自信的重要地位。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再

次强调,“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 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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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2]40-41,进一步明确了文化自信对国家发展、民族复兴、
人民幸福的重要意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站在新的历史方位,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
如何坚定文化自信,仍“是事关国运兴衰、事关文化安全、事关民族精神独立性的大问题” [3] ,正确处理

“义与利”“新与旧”“内与外”“同与异”“前与后”等五对关系,是回答和解决好这个问题的关键。

一、义与利: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做到“两个效益”相统一

　 　 “义与利”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对基本范畴,义指的是道义,利指的是功利。 所谓义利关系引申到

文化建设上就是“依靠谁、为了谁”的问题,这是决定文化发展性质和方向的根本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 无产阶级的

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4]42。 这即是说,一切依靠人民、一切为了

人民,就是无产阶级运动的根本立场和价值追求。 近代以来,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就

是始终站在道义制高点上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运动,这决定了作为党领导下的全部实践活动

的集中反映,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必然贯穿着依靠人民、服务人民的价值立场。 革命和建设

时期,毛泽东提出文化建设必须把人民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原

则。 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强调社会主义文化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价值导向,
培养“有文化”的公民;江泽民指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推进包括文化建设在内的各项事业的根本目

的;胡锦涛强调文化发展必须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让人民共享文化发展成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习近平则提出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这无不表明,
社会主义文化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同时也深刻说明,只有始终坚持依靠人民、为了人

民,当代中国文化发展才能获得充沛力量、保持正确方向。
习近平明确指出:“发展文化产业,首先是文化本身发展的必然要求,当代文化竞争在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文化产业的竞争,软实力、文化力必然要通过文化产业的竞争力来加以体现。” [5] 这是对现代社

会文化发展一般规律的深刻把握,为我们指明了新时代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必由路径。 历史上,
资产阶级何以能“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创造比过去一切世代“还要多,还要大”的生产力,
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它用现代化大工业代替了“以前那种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 [4]32 以及工

场手工业,实现了物质产品及精神产品的产业化大生产。 究其根源,逐步构建并不断完善的现代文化

产业发展模式,正是资本主义文化得以借助市场向全球扩张的生产力动能。
文化与经济的双重属性是文化产业区别于其他产业的根本特征,这决定了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既

要遵循市场规则,追求经济效益,实现经济价值,又必须注重文化的精神消费,发挥其在意识形态上的

导向作用,保证先进文化对社会精神文明的引领。 显而易见,由资产阶级掌控并为其统治服务的文化

产业必然以攫取经济利益,以及用资本主义文化禁锢人民头脑为根本发展目的。 与之相反,由人民创

造并为人民服务的当代中国文化产业则必须在积极扬弃西方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

发展导向,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让人民在日益兴盛繁荣的社会主义文化

中收获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党和政府在“十三五”规划中特别强调了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明确指出在精神文明建设中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因此,新时代发展

文化产业必须做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统一,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这既是当代中国文化产业

的社会主义性质的生动显现,也是我们党一以贯之地发展“为人民服务”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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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
关于文化服务,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了到 2020 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基本建成” [6]14 的战略目标,

坚持和完善了十六大以来关于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战略部署,并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其列为

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文化体制机制创新的重点任务之一。 据统计,“十二五”时期前三年全国文化事业

费达到 1
 

400 亿,超出“十一五”时期五年的总和(1
 

220 亿) [7] 。 党的十九大在科学总结过去五年我国

文化发展成就的基础上明确提出,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用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满足其

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 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发展文化事业的重要内容,必须加快建设步

伐,按期保质完成既定目标。 只有这样,才能保障文化民生、实现文化公平,进一步增强全体人民的文

化自信,不断创造和满足人民对更加幸福的美好生活的期待。
关于文化产品,习近平深刻指出,只有被人民群众主动选择的文化产品,才能在潜移默化中达到提

升群众文化素养的效果,才能发挥文化对人的激励作用。 只有那种既结合实际、贴近生活、心系群众,
融先进性与群众性于一体,又能将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很好结合起来的文化产品,才能经得起人民与

时间的检验[8] 。 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进行文化生产与文艺创作树立了重要标准,提供了基本遵循,指
明了前进方向。 它表明,新时代进行文化生产与文艺创作,既要遵循市场规律,也要对其有所批判,在
市场面前有所作为。 要用“经得起人民评价、专家评价、市场检验” [1]320 的优秀文化产品传播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促使人民树立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历史观、审美观。 通过市场消费主体良好消费观念

与健康消费习惯的养成,培育具有先进价值取向的思想文化市场,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社会价值

与市场价值的完美统一。

二、新与旧: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推动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近代以来,新旧之争一直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主题词。 从洋务运动、维新变法、辛亥革命直至新文化

运动,以“新”自诩的文化激进主义与以“旧”自命的文化保守主义一直占据这场关于如何对待中国传

统文化的激烈论争的中心。
文化保守主义的突出特征在于墨守成规、固步自封,甚至表现出复古倒退的情结。 从孔子效法

“文武之道”,到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难发现,这种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在中国历史上并不

鲜见。 近代以前,中华民族“领跑”世界,这种“尊祖法宗”“向后看齐”的思维定式因其一定的凝聚作用

而未显落后。 及至近代,国运不济、民生凋敝,复古守旧之声却仍不绝于耳,可见文化保守主义之根深

蒂固。 文化激进主义则表现在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与一概排斥,其看似同文化保守主义根本对

立,实则关联至深。 可以说,文化激进主义是文化保守主义在“物极必反”状态下的呈现。 近代历史

上,几乎所有主张“全盘西化”论者都深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甚而之前便站在文化保守主义的阵营之

中。 他们对传统文化彻底失望以致彻底否定,将西方文化视作世界上唯一先进的文化,却往往用传统

的方式反传统,进退失据又矛盾重重。 历史证明,不论是主张推翻传统以开“新”篇的文化激进主义,
还是主张尊奉传统以崇“旧”旨的文化保守主义,都是一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 [9] ,都是一种过

分急于求成的表现,都不可能为中国文化发展找到一条正确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文化不是独立存在的,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形态与

政治形态的反映。 也即是说,一个社会的文化总是与其经济制度及政治制度构成一个相互联系的有机

整体,社会经济制度及政治制度的变化必然会引起文化上的变化。 同时,人的一切实践活动都是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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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活动,是把“属人的世界”改造为“文化世界”的活动。 因此,与社会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不同

的是,文化不仅“是人的生存方式”,更“是人的生活世界” [10] ,因而其具有很强的相对独立性———在原

有经济基础及政治支撑受到强烈冲击甚至彻底坍塌后,产生并建构于其上的文化并不会就此消亡。 所

以,彻底地放弃传统抑或简单地坚持传统都是行不通的。
马克思曾深刻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在他们

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 [4]470-471。 这就是

说,历史总是在原有基础上向前发展的,人们只有在主观上自觉地直面现有的历史条件,才能创造新的

历史。 对于这个问题,毛泽东曾明确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

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

产” [11]534。 并特别强调这种“总结”应该是“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 [11]533。 这不仅表明

了中国共产党人反对“割断历史”的鲜明立场,更指明了中国共产党人应该一以贯之地通过批判性总

结以承继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法论原则。
毛泽东充分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价值,并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中华民族的传统文

化,强调要区分封建主义文化与封建时代的文化。 他认为,封建时代也存在非封建反封建的、人民的文

化,即使是封建主义文化也并非全是坏的,封建主义在其上升阶段亦对历史发展起过进步作用;同样,
也不能盲目赞同非封建反封建的文化,因为它们也具有历史局限性,也会沾染上封建统治阶级的气息。
在毛泽东看来,“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是对待传统文化必须坚持的科学态度与方法。 与毛泽东一样,
习近平也曾在高度肯定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传承和发展的根本” [1]313 的同时深刻

指出,传统文化因历史与时代条件的制约,不免包含一些陈旧过时或已成糟粕的东西,因而在学习、研
究、应用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 [1]313。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一再强调推动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问题,明确提出了“努力

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

务” [1]313。 从毛泽东在民主革命时代提出“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到习近平在新时代强调创造性转化

与创新性发展,时代发展对总结和承继传统文化提出了新要求。
在当代中国社会,构筑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上的必然是社会主义的文化形态,坚持马克思主义

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指导地位就是观念上层建筑的社会主义性质的最本质体现。 马克思指出,“相
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情况,自然条件,种族关系,
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色彩差异” [12] 。 因此,坚
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不是要将文化的民族特性一概抹杀,以马克思主义取代传统文化。 相反,历
史经验已经证明,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才能分辨出传统文化中符合历史发展潮流、反映历史

发展规律的那部分;也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将二者完美融合,才能接续优秀民族文化基因推动文

化建设,使传统文化与现实文化相适应、与新的时代条件相适应、与社会主义制度相适应,发展当代中

国的先进文化。 我们有必要深入理解与领会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作出的“中国共产党从成立之日起,
既是中国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者和践行者,又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 [2]44 这一

重要论述的深刻意蕴,它已对新时代为什么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及如何处理马克思主义

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作出了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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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内与外:坚决抵制西方错误思潮的侵蚀和影响,不断增强国际话语权

　 　 只有御“外”,方能安“内”。 这里的“内与外”即是指一个民族的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并解

决的如何防守和抵御外来文化侵袭,以维护自身文化特性,延续自身文化发展血脉的问题。 在新时代,
只有正确处理文化发展中的内外关系,才能切实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从根本上保证全体人民牢固树立

文化自信。
随着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我国社会转型进程不断加快,社会经济成分、社会组织形式、利益实现

形式及利益主体日益多样化,西方顽固势力和敌对势力趁机同国内非党、反党和非社会主义、反社会主

义分子互动甚至勾结,在意识形态领域制造各种错误思潮,其中以历史虚无主义和“普世价值”论危害

尤甚。 历史虚无主义表现为对党史国史、英雄人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抹黑、诋毁和否定;“普世价

值”论则大肆宣扬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二者的根本目的都在于消解民众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对中

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政治认同,颠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用马克思主

义的观点及方法分析和认清这些错误思潮的实质并进行有效抵制和防范,对维护文化安全、坚定文化

自信至关重要。
习近平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十分激烈,全面否定苏联历史、苏共历史,否定列宁,否定斯大林,搞历史虚无主义,思想搞乱了” [6]113。
可见,由资本主义唯心史观包装而成的历史虚无主义有着极强的理论迷惑性与政治杀伤力。 但“中国

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 [13] 。 实践证明,我们党总

是能够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事实具有客观性、历史现象具有相似性、历史规律具有重复性的观

点,以坚定的理论底气和政治担当撕下历史虚无主义的假面具,批驳其所谓揭秘真相与“还原史实”的
荒谬性,打败隐匿其后的政治阴谋。

不同的经济基础生成不同的文化形态,不同的文化形态塑造不同的价值观念。 因此,世界上不存

在什么“普世价值”,只存在共同价值。 对于所谓“普世价值”,关键就在于从理论上阐释清楚其与“和
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1]522 之间的根本区别。 我们反对“普世价值”
是因为西方将资本主义制度和他们所解释的自由、民主、人权等奉为唯一模式,作为反对甚至颠覆其他

不同制度的工具。 而共同价值是人类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所形成的价值共识,我们不能把它与“普世

价值”混为一谈而陷入“普世价值”论的政治陷阱,抑或为反对“普世价值”而否定人类在一定程度和范

围内的价值共识。
可以看出,随着全球化程度的不断加深,国际政治角力已不仅限于军事或经济上的“硬”碰撞,而

日益趋向于围绕价值观念、社会文化、社会制度等的“软”较量,国际话语权则是有关各方争夺的焦点。
强有力的国际话语权不仅关乎国家文化安全,更关系到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 从根本上讲,
不论是“普世价值”论还是历史虚无主义,都是西方霸权国家利用其文化上的强势地位,从本国利益与

战略目标出发,向世界上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渗透和扩张,迫使别国接受其价值观念

和意识形态,以达到左右国际事务与别国内部发展的目的的西方话语。 中国文化在世界话语体系中的

主导性话语不多,正是文化话语上西强我弱的态势在国际话语权分配问题上的体现。 我们应该清醒地

意识到,与西方相比,中国的话语缺乏学理支撑是不争的事实。 “普世价值”论以及以“历史终结论”为
代表的历史虚无主义等西方话语大都基于学术研究,单纯地进行道德批判往往收效甚微,只有从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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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对之加以批判才更有说服力。 作为一种系统化理论化的文化形态,哲学社会科学处于文化结构的上

层。 它既能够丰富和提高一个民族文化的内容与层次,又能够通过各种渠道与方式融入人们的日常生

活并发挥教化作用。 对社会主义社会而言,哲学社会科学还能以其理论创新成果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

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 因此,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语体

系,就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重大而紧迫的时代课题。
列宁曾深刻指出,“应当明确地认识到,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

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些任务。 无产阶级

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 如果硬说是这

样,那完全是一派胡言。 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

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 [14] 。 也就是说,只有充分认识各种不同的文化,才能有所辨别、有所

批判、有所扬弃,才能创造出合乎历史规律、顺应时代发展的社会主义文化;也只有加强与其他文明的

交流学习,尽取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之长,才能在打造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话

语体系的过程中,更好地做到民族气质与时代精神相统一,客观真理与现实实践相一致,说理透彻与生

动活泼相结合,进而转“守”为“攻”、别开生面,不断扩大中国学术的国际话语权和世界影响力,为中华

文化发展创新而不变质、生机勃发而不萎靡、开放包容而不封闭、传承弘扬而不止息提供坚强保证。

四、同与异: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赓续中华文化发展连续性

　 　 文明在本质上是实践的。 人类在具体实践中所受到的各种影响和制约,必然会对人类文明的形成

与发展产生或大或小的影响,使人类文明呈现出不同的性质和面貌,成为兼具历史性、时代性、地域性

与民族性的统一体。 纵观历史,一直以来,世界上各个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交往从未超越民族与地域之

限,直到新兴资产阶级为开拓世界市场奔走于全球各地,“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

守状态”,才“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 [4]35。 普遍的“世界交往”前
所未有地“开创了世界历史” [15] ,它不仅使物质生产带有了鲜明的世界性,也使“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

了公共的财产。 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

世界的文学” [4]35。 显然,以资本扩张为前提和基础的“世界文学”必然以资本主义文化为内核,其虽然

在促进先进生产力及先进文化传播上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与之相伴而生的文化侵略却“使未开

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

方” [4]36。 可以说,当今世界文化一体化趋势的不断加强,正是这种资本主义的“世界文学”席卷全球的

显著表现。 文明的延续与发展赖于在取长补短中求同存异而非毫无原则地一味趋同,若在同异关系上

忘乎所以以致失去了民族文化的底色,也就意味着这个国家和民族已失去了向前发展的生命力。
文明与文化是两个既存在区别又相互联系的概念。 换言之,文明与文化皆源于实践,都包含人类

实践创造的物质财富及精神财富,但“文明是文化的内在价值,文化是文明的外在表现形式” [16] 。 因

此,既囊括了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又浸透着人类文明基因的文化遗产,无疑是帮助我们理解二者关系

的最佳注解。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现实是指一切有内在根据、合乎必然性的存在,事物的这一特性

就是现实性。 现实或现实性这一范畴不是简单地表示个别事实和现象的当下存在,而是客观实在的事

物及其种种内在联系的综合” [17] 。 因而从根本上讲,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遗产都是其文明的一种现

实性存在,是这一文明的历史积淀、民族特色与文化传承的综合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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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世界上其他国家和民族不同的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还内含着中华文明传承发展所独有的连

续性,因为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 5000 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 [18] 。 从他者的

角度看,这一观点最早由黑格尔在 19 世纪初提出。 他认为,当代中国的文化同 2000 年前的中国文化

并无本质区别[19] 。 梁启超则是中国提出这一观点的第一人。 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书

中指出,西方所称的世界文明发祥地不外乎中国、印度、安息、埃及和墨西哥,然而除中国外,其他四种

文明都随着其国家的灭亡而灭亡了。 只有中国历经五千余年而屹立不倒,文明传承有序并不断发扬光

大[20] 。 文化史学家柳诒徵之所以敢于论定唯我中华“增长光大,以迄今日”,正是因为同世界其他古文

明“比而观之,中国独寿” [21] 。 历史学家李学勤指出,无论中外学者对中华文明抱以何种态度、持以何

种观点,他们在一点上却总是能够达成一致,即中华文明拥有其他文明所没有的独特的连续性[22] 。 毋

庸讳言,这种上承尧舜禹、下至元明清,包融儒释道、联结天地人的“独特的连续性”是其他任何文明都

难以企及的,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历经沧桑仍生机勃发正根源于此。 全球化时代,弱势文化随时都有

被强势文化同化甚至取代的风险,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批判的那种文化从属畸态仍然

存在甚至愈演愈烈。 因此,若失去了“连续性”的特质,不仅文化自信无从谈起,中华文明之河也必然

会因而改道甚至断流,这就是我们在新时代必须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根本原因。
中国是世界上名副其实的文化遗产大国。 截至 2019 年 7 月,我国已有 55 项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

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同时,截至 2018 年底,我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

项目已达 40 个,是目前世界上拥有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数量最多的国家。 对于这些文化遗产,我们理

应很好保护传承,但现实情况却并不乐观。 为给经济发展让路,每年都有大量文化遗产消亡;很多古建

筑在保护性拆除的名义下遭到灭顶之灾;现代商业文化充斥于古市镇与古街道;很多非遗技艺因为用

途范围及经济价值的缩小而陷入失传的境地,等等。
为此,我们必须从根本上“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 [2]44。 (1)明确指导思想和基

本方针。 各级党委和政府必须充分认识保护传承文化遗产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持敬畏之心、树科学理

念、立规章制度,切实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的通知》,深入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
理利用、加强管理” [23]的工作方针。 (2)加强立法工作。 从根本上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法治建设,推动相

关工作法治化、规范化,切实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3)加大资金投入力度。
各级政府要把文化遗产保护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加大对濒危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财政投入,放宽

政策限制,积极动员社会力量甚至国际力量参与进来。 (4)加大人才培养力度。 着力提高文化遗产保

护传承专门人才培养的数量与质量,进一步加强国际交流,学习和借鉴国外先进理念和技术,必要时可

引进国外优秀人才。 (5)加强和改进宣传工作。 推出更多有关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宣传活动,明确宣

传主题、精选宣传口号、优化宣传方式,提高民众对文化遗产保护重要性的认识,增强民众保护文化遗

产的自觉意识,使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传承民族传统文化成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为,切实筑牢全体人民

坚定文化自信的根基。

五、前与后:以史为鉴、继往开来,毫不动摇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历史造就现实、现实指向未来,这里的“前与后”指的就是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辩证关系。 历史发

展是一个前后接续、相互贯通的过程,只有深切地了解“我们从哪里来” [24] ,才能更加深刻地认识和理

解我们现在所处的历史方位,进而以坚定的理论底气与文化自信回答好“我们走向何方” [24] 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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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问。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封建统治者的日益腐化堕落与西方列强的大肆入侵,中国逐渐滑入半

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 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中国已从原来的“天朝上国”沦为国力衰弱、任人

欺凌的积贫积弱之国,随时都有亡国灭种的危险。 面对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无数仁人志士寻求着救亡

图存的真理,以期用正确的理论推动中国的社会变革,但不论是实业救国、改良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

君主立宪、民主共和,都无法救中国于水火。 历史与时代呼唤着新的理论武器与社会力量指引中国实

现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
正当此时,爆发于新文化运动期间的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使一大批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竞相

涌现的各类思潮中找到了马克思主义并成为其忠实拥趸。 这有力地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

传播与迅速发展,进而孕育并催生了中国共产党。 从此,马克思主义便在中国社会深深地扎下了根,成
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认识中国、改造中国的强大思想武器。 历史和实践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这

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才能于大厦将倾之时挽救国家和民族危亡,带领近代以来历经磨难的中国人民开启

民族复兴之门,重新恢复了中华民族生机蓬勃的民族生命力和文化自信心。 毫无疑义,是历史和人民

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正是因为这个选择,“中国改换了方向” [25] 。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之所以可以在中华大地生根开花,从根本上讲是因为其深刻揭示

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具有高度的科学性、历史性与世界性,能够同中华民族的具体实践相结

合。 它没有同根深蒂固的中华传统文化互相排斥,在于两者间具有一种相融相通的价值契合性。 如马

克思主义的革命观念与中华传统文化中“杀身以成仁”的革命精神具有相通的意义倾向,中华传统文

化中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想也有着诸多相似之处,马克思主义为劳苦大众谋福利的

价值立场与中华传统文化中“民本”思想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不难发现,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如李

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几乎都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背景中走出来,经过近代西学的启蒙洗礼并

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的。 成功地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是中国共产党人高度文化自

信的体现。 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正是在与中华传统文化的不断融合发展中,开启了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他强调要使马克思主义

“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 [11]707 表现出来。 这实际上就是要求把马克思主义与中

国实际、中国国情、中国文化结合起来,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的革命斗争。 在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国人民成功推翻了“三座大山”,从此站了起

来。 在此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历了“第一次飞跃的延伸和第二次飞跃的准备(或酝酿)” [26] 时

期。 在这一阶段,我们党领导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建设成就斐

然。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思想、“百花齐放、百家争

鸣”的文化方针等具有开创性意义的思想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宝库。 但是,因为

“左”倾错误愈演愈烈,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爆发,致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误入歧途。
恩格斯指出,“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 [27] 。 1978 年以批评“两

个凡是”为中心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使全国、全党出现了一个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 这场思想解放

运动让人们彻底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束缚,重新确立了毛泽东所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飞跃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
邓小平深刻指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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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28] 。 这指明了新时期党和人民的前进方向,开辟出一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

路。 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面伟大旗帜的指引下,中国的经济发展突飞猛进、社会面貌焕然一新、
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实现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跨越。

习近平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总结历史经验,不断艰辛探索,终于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正确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果。 这条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9]35。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

书” [29]405,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 170 多年的历史进程、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 90 多

年的实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年来的持续探索以及改革开放 40 多年的伟大实践告诉我们:只有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创造和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

命运。 若丢掉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得来不易的宝贵成果,中国就会退回老路甚至走上邪路,当代

中国理论、制度与文化的构建和发展就会失去依附、不知所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就会落空。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党举旗定向、继往开来,在

各种风险考验面前从容不迫、敢于斗争,接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部理论与实践,创立了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成功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入新时代。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我们必

须以新思想指导新实践、解决新问题,在承前启后中“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2]44,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道路走向文化复兴和民族复兴的光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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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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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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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t
 

Xi
 

Jinping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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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cept
 

of
 

cultural
 

confidence
 

many
 

times 
 

on
 

which
 

he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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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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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eeches
 

illustrating
 

the
 

signific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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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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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nation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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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juvenation 
 

and
 

people s
 

happiness.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ntered
 

a
 

new
 

era 
 

where
 

the
 

topic
 

of
 

how
 

to
 

consolidate
 

cultural
 

confidence
 

is
 

still
 

 a
 

matter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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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fall
 

of
 

nations 
 

a
 

mat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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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ltural
 

security 
 

and
 

a
 

matter
 

of
 

the
 

independence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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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spirit .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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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ol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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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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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ld
 

correctly
 

handle
 

the
 

relations
 

between
 

 princi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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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est 
 

old
 

and
 

n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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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outsid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front
 

and
 

back  
 

nam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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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people-oriented
 

development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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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harmony
 

of
 

social
 

benefits
 

and
 

economic
 

returns 
 

adhere
 

to
 

the
 

guiding
 

role
 

of
 

Marxism
 

and
 

push
 

forward
 

the
 

innov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creative
 

evolution
 

of
 

China s
 

traditional
 

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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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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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impact
 

of
 

erroneous
 

Western
 

ideological
 

trend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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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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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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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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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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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h
 

of
 

Chinese
 

social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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